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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

王 欣 付雨蒙

摘要: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

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

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

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

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

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

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

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

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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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加剧企业管理变革,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打破了企业原始定位布局,
重塑了企业资源和能力,在给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流程带来深层次影响的同时,也使企业组

织结构、商业模式和战略决策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化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最关键的战略决策之一,必
然会在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受到影响(Banalieva&Dhanaraj,2019)。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资源获取、技术提

升、规模增长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企业对外投

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显著增强。然而,国际化给企业带来多种收益的

同时,也蕴含着高成本、不确定性和经营管理理念的复杂性等潜在高风险(陈伟宏等,2021)。中国企

业国际化过程中依然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跨国发展面临着“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双重不利环

境,企业投资失败率高、国际化绩效低,企业国际影响力不够等(杨勃,2019)。在“逆全球化”与数字

经济碰撞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能否把握数字化的后发优势,打破壁垒,进一步完善全

球治理结构,取得市场话语权,推进国际化进程,仍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的研究仍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忽视了国际化深度的重要性,在

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下,国际化深度相比于国际化广度的重要性与价值性与日俱增,数字化与国际

—401—

* 王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06,电子邮箱:wangxin_1031@163.com;付雨蒙,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邮政编码:100006,电子邮箱:yumengfu814@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

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与提升研究”(20AGL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数字科技伦理监

管制度调查研究”(GQZD2023009);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感谢审稿人的修改意

见,文责自负。

*



化深度的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第二,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关系的内在机理处于黑箱状态,即未能

清晰构建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化的传导机制,刻画数字化如何作用于国际化深度的延展。第三,
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边界条件不清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面临的环境动态性与不确定性

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致力于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

化深度的影响,并分析其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对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数据为作者手工整理,通过

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基于Python文本挖掘构建企业数字化相关语义特征词库,提取词库中相关文本

在公司年报中出现的频率测度企业数字化。企业财务和公司治理等相关变量信息源自CSMAR数据

库和 Wind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库,通过人工抓取获得。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阐释和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丰富了企业数字化

和国际化方面的研究。第二,深入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制

度距离、地理距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打开数字化影响国际化深度的“黑箱”。第三,
从产权性质、高管特征和东道国分布三方面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第

四,现有研究多采用小规模问卷调查,本文使用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不仅有助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而
且能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有助于得到更精确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字化相关研究

对于企业数字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前因动机、实现机制和影响

结果三个方面。从前因动机来看,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数字经济大

时代背景下微观企业的变革与发展。微观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载体,其资源属性、信息结构和价值

实现都发生了转变,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竞争模式、新型人力资本积累和相应的制度变革

构成了企业数字化的关键驱动因素(郑琼洁、姜卫民,2022)。也有研究认为,颠覆性的数字竞争对

手、数字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可以构建企业动态能力,从而触发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Warner& Wager,2019)。另一类聚焦于中国现有政策和基本国情,从对外开放(王冠男等,2022)、
政治关联(王雪冬等,2022)等多方面探讨了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

从企业数字化的实施来看,现有研究一般从单案例出发,分析企业如何从管理要素数字化、到生

产过程智能化,再发展到组织架构平台化,构建了制度视角下企业转型的理论框架(应瑛等,2022);通
过案例分析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数字化转型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成效三个方面归纳出企业数字化转

型模式,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陈楠等,2022);或是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分析企业从事件中学习塑造数字

创新能力(罗兴武等,2021)。
企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企业数字化对企

业整体的影响表现为提高企业绩效(李彦龙等,2022)、提升国际化广度(王墨林等,2022)、改善企业

社会责任表现(肖红军等,2021)、促进企业成长(倪克金、刘修岩,2021)等多个维度。企业数字化在

经营层面的影响表现为更高的现金持有(谭志东等,2022)、提升生产率(黄群慧等,2019),提高投入

产出效率(刘淑春等,2021)等诸多方面。
(二)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于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领域和主题不断拓展,对于企业国际化概念

和内涵的认识也日益深化。从静态视角看,企业国际化可以划分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

度(Bembom&Schwens,2018)。从动态视角看,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可以划分为国际化范围、国际

化速度、国际化节奏三个维度(Vermeulen&Barkema,2002)。基于垄断优势理论、交易费用理论、
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传统理论,研究者围绕国际投资区位选择、进入方式等领域展开研

究,并对外来者劣势、外来者优势等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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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概括影响企业

国际化的因素,分别是战略选择、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能力。从战略选择的角度看,现有研究证实随

着高管国际经验的增加,企业将实施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以及扩张模式更规律的国际化进程(任鸽

等,2019)。此外,企业战略资源如社会关系网络(Baier-Fuentesetal,2018)也会对企业国际化产生

促进作用。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现有研究从股权性质(Kabongoa& Okparab,2019)、董事会成员

(钟熙等,2018)、高管特征(方宏、王益民,2018)等多方面证实,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产生影

响。从企业管理能力的角度看,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企业能力如营销能力(Zhouetal,2012)、融资能

力(李文臣,2008)、学习能力等均会对企业国际化产生正向影响。
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依此提出了阶段化模

型。然而,随着外部市场日益全球化、数字技术给企业国际化传统理论带来冲击,如一些中小企业从

起步阶段就开始国际化扩张,部分企业则具有“天生国际化”的属性。数字时代下,企业国际化理论

如何发展,企业国际化会受到何种影响,相关问题仍有待商榷。
(三)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基于现有文献,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主要分成四种:正向效应、负向效应、权变效应以及无关论。

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有正向促进效应。第一类研究关注企业数字化

对企业出口的影响。Pergelovaetal(2019)、Denicolaietal(2021)和Eliaetal(2021)实证研究表明,
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提高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Terueletal(2022)、Cassettaetal(2019)以
及易靖韬和王悦昊(2021)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企业的出口。第二类

研究聚焦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如国际化广度、国际化节奏等概念。王墨林等(2022)选取2009-2019
年在海外设立过子公司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

广度,帮助企业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姜丽群等(2022)选取2012-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
现数字化转型对其保持国际化节奏有正向影响,有利于企业实现规律的国际化扩张。

部分文献就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多数研究从数字化的成本、效率和风险等

角度,论述了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不利影响,但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罕见。数字化需要投入大

量资源来支撑进行,其投入成本高昂。Eliaetal(2021)研究发现,由于资源的限制,中小企业很难在

数字化上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多渠道营销、数字信息系统等。刘淑春等(2021)对全国第一个“两
化”融合国家示范区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投资达到第一个

门槛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下降直至第二个门槛值即投资临界点后,才出现上升趋势。
也有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受到权变因素的影响。如姜丽群等(2022)等研究企

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节奏的影响时发现,金融发展在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影

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换言之,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将数字化对国际化节奏的积极影响效应进一步

放大。另外,有少数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并无影响。如Lecerf& Omrani(2020)通过对德

国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发现IT应用如ERP和e-CRM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未能深入理解国际化概念的内涵。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数

字化对出口的影响,或笼统地用“国际化”“国际化水平”进行表述,而聚焦“国际化广度”“国际化深度”“国际

化速度”等深层概念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第二,对企业数字化尚未有统一的度量方式。已有研究分别采用

虚拟变量赋值、开发数字化量表、问卷调查、相关无形资产占比以及数字化关键词词频等多种方法。上述

方法各有优劣,仍需进一步改进。第三,经典国际化理论存在局限。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经典国际化理论,
但一些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如LLL模型、跳板理论等,现有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研究中

很少采用。第四,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还需进一步实

证检验,破解“黑箱”难题。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致力于揭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并探

讨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基于大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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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说

(一)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跨越国界进行经营活动,通过国际市场增长机会实现多元收入来源,进而

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达到提升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完成转型升级的过程。企业国际化可以划分

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国际化深度是指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

例或企业海外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它反映了企业对海外经营的依赖程度;国际化广度是指企

业进入的不同海外国家或地区的数量,它反映了企业跨国经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Bembom &Sch-
wens,2018)。相较于国际化广度,国际化深度是通过收入、资产等财务数据反映,更能突显出企业数

字化对其资源、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企业国际化的市场服务视角来看,企业数字化能够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表现在对价值

主张、价值网络以及价值创造的全方位变革。一是数字化能够对消费者价值主张精准研判,帮助企

业构建消费者用户画像从而助推企业国际化市场扩张。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或通过自己

搭建的小程序APP等方式获得海量顾客流入。这种虚拟平台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带来了巨量的

海外顾客数据,使得企业能够全面收集利益相关方诉求(Pergelovaetal,2019)。二是基于数据挖

掘、信息分析等数字技术,企业可以对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进行精准分析(肖红军等,2021),增强

了企业对市场趋势、顾客行为的评估和预测能力(Eliaetal,2021),从而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这种以消费者行为为指导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根据用户画像精准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满意

度的商业模式可以提高企业国际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和利用能力(朱国军等,2021),从而提升海外

经营绩效、加深企业国际化深度。
第二,从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视角来看,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的主要因素。数字化能

够降低企业内部与企业间的沟通协商成本,尤其是数字技术生态圈的出现为企业更好地选择国际市

场合作伙伴提供了平台支持,降低了企业国际化扩张中的交易成本。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即时、连
接、开放、共享等特征决定了企业内外部沟通交流时去中介化(李海舰等,2014)。网络会议、跨国通

讯、信息共享平台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内部人员通知反馈、沟通协作,企业与外部组织谈判签约、
监督交付,都可以通过网络“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企业与企业、企业与

用户之间构成的数据实时连接的网络,能够形成具有一定程度多变性、互补性且不受等级控制影响的

企业生态圈(Jacobidesetal,2018)。生态圈不仅提供了大量本土和东道国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信息以

供企业自由选择合作伙伴,降低了信息搜寻和选择成本(邬爱其等,2021),也提供了将外部市场内部化

的条件。如企业可以在生态圈中通过兼并上游供应商,使外部市场变成内部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来看,数字化提升了企业战略执行过程中的资源

配置效率。数字化能够重新协调、评估和筹划人、财、物的组合,组织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灵活配

置资源(戚聿东、肖旭,2020)。全业务链数据驱动、智能排程、智能运输系统、员工管理系统、跨部门

沟通平台等数字技术帮助企业资源调动实现实时优化,提高了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柔性。这种柔

性灵活的资源配置形式和组织管理方式能够让企业更专注于“做正确的事”,从而发挥企业特有优

势。根据垄断优势理论,企业特有的优势如技术、规模经济、组织管理能力等正是企业不断向东道国

市场输入资源、获取超额收益的决定性因素或主要推动力量。数字化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调配和组

合创新,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企业优势,从而提高企业国际化深度。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消费者进行价值主张的动态分析,提高海外

运营效率与绩效;降低企业内部的沟通协商成本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获得比较优势;提高企业战略

执行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提高企业国际化深度。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说:

H1:企业数字化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延展。
—701—

王欣 付雨蒙: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2023年第3期

(二)企业数字化、外来者劣势与国际化深度

企业在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中,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语言、法律、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

给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带来障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也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交通运输和通

信成本。这种企业跨国经营所必须承担的而东道国当地企业无需承担的额外成本就是“外来者劣

势”(Zaheer,1995)。外来者劣势有两个固有来源,一是企业跨国经营时由地理距离导致的信息不对

称,二是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由外来者身份带来的合法性缺失(杜晓君等,2014)。
地理距离是影响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因素,母国与东道国距离越近,企业越容易进行交流,信息

不对称程度越低,反之,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降低地理

距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使得信息的存储、传播速度大幅

提升,交流和搜寻成本大幅降低(刘洋等,2020)。通过网络,信息经计算机编码成0和1不受时间和

空间限制光速传递,削弱了地理距离产生的局限性。图片识别、文字抓取等计算机指令可以被人工

智能掌握,从而帮助企业异地了解东道国的各类信息。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跨境数字平台展示

宣传产品信息,削弱企业和其他海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

竞争(Lehdonvirtaetal,2018)。此外,数据挖掘技术帮助企业通过平台上商品的点击量、浏览次数

分析出顾客的商品偏好和市场需求,预测产品销量和市场增长空间(Eliaetal,2021),帮助企业更好

地描绘目标客户图像、分析顾客行为、为顾客创造价值,从而提升国际化深度。
在国际化进程中,跨国公司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本国不同的制度环境,这将导致跨国公司在东

道国市场上难以被利益相关者接受和认可,使其处于难以获得合法性的外来者劣势(陈怀超、范建

红,2014)。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国家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上的差异程度或相似程度(Ko-
stova&Zaheer,1999)。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企业在海外经营的交易成本越高,越
不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经营业务,从而阻碍了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提高。而企业数字化能有效缓解

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打破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固有认知,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深

度。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解释原因。第一,数字化可以使得企业的营销模式更加精确化、精细

化(戚聿东、肖旭,2020)。大数据分析和算法优化可以帮助企业在最适合的时间和平台上宣传企业

产品和企业价值理念,不仅可以增加品牌曝光度,也可以削减东道国消费者对跨国企业的不熟悉成

本和歧视成本(杜晓君等,2014)。第二,数字技术可以构建消费者与企业的共创交流平台,提升海外

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感,削弱制度距离造成的合法性缺失。企业可以搭建线上社区论坛,通过在社

区论坛内采纳反馈消费者提出的意见与问题,提高顾客黏性,加强海外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同感

(朱国军等,2021)。第三,数字化能够削弱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造成的资源获取能力低的不利影响,
提高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资源获取效率。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与组织外成员的共生关系,使企

业处于“无限连接”的“生态圈”中,从而增强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打破由制度距离造成的海外壁垒,
进而提高海外运营效率和业绩,增进企业国际化深度。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可以通过削弱地理距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企业更好地参与全

球市场竞争,从而提高国际化深度;企业数字化可以通过削弱制度距离造成的合法性缺失,从而增强

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化深度。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2a:企业数字化通过地理距离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即地理距离在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

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H2b:企业数字化通过制度距离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即制度距离在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

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企业数字化、社会责任与国际化深度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其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以及努力营造与企业员工、消费者、政府、社区等利

益相关者之间良性关系的一种政策或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延展其国际化深度。首先,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在各自的制度环境拥有不同的需求和期望,这会使得企业面临的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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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量和异质性增加(Kang,2013)。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利益相

关方的价值诉求,从而满足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和其对企业的资源支持,因而企业提升社会

责任表现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相关方理解和帮助,从而为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业务和经营提供便利

(肖红军等,2021)。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响应东道国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组织监督等制度

规范,更好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破解制度条件给企业带来的贸易壁垒、文化壁垒(Hadjikhaniet
al,2016)。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了自身组织合法性,从而可以更好地打开东道国市场、提供

产品和服务。最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声誉,吸引更多具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的关注

(Attigetal,2016)。企业通过主动承担各项社会责任活动,不仅可以给东道国消费者留下好口碑,
也能妥善处理与监管组织、当地投资者的关系,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企业开展海外生产经营

活动带来便利。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其开展国际化活动,提升国际化深度,而企业数字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

社会责任表现。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企业数字化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

系更为密切,交流更加频繁。通过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企业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捕捉利益

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并通过虚拟现实、模拟交互、智能算法等技术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

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率。从企业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内部

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有效降低,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员工的薪资奖惩将会更加公平公正,这有利于提升

员工的满意程度,使得公司经营更加稳定,进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尚洪涛、吴桐,2022)。对企业管

理层而言,数字化能有效降低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高管从企业长远利益出发,
可能会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最后,数字技术的开放、连接、共享的特性能够帮助企业之间形成

交互、弹性的共享网络平台。这会使得企业之间的信息透明度提升,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社会责任表

现从而吸引供应商、客户等合作者(肖红军等,2021)。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能够赋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能力和效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越能够获得国际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同时,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破除国际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获取更好的市场声誉,进而延

展国际化深度。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3:企业数字化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国际化深度,即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和国际化深

度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四)企业数字化、环境不确定性与国际化深度

环境不确定性是指企业所处市场与行业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都处在不

断变化与不确定之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和国际化深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企业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组织外部环境

的影响。环境的不确定性限制了企业事前计划和自主选择的能力,增加了企业实施各项战略的风

险,使企业很难计算各种战略决策的相关成本和概率(王永伟等,2022)。企业国际化作为一种高风

险高投资的战略,在海外市场经营生产时受到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其次,外部环境作为企业生存

发展的基石,也会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源与支持,外部环境的优劣也会影响企业运营活动的结果。
当企业的外部环境资源丰富,企业运用现有规则和制度、现有资源和能力就可以满足顾客需求,从而

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和竞争优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更易展开。环境不确定性可以分成环境丰

富性和环境动态性两个维度(Ghosh&Olsen,2009)。环境动态性指经营环境动态变化的程度,包括

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战略决策影响的可变性。环境丰富性指企业外部环境中利益相

关者的支持程度,反映了企业运营在外部环境中获得稳定资源支持的过程。
在环境丰富性的情境下,企业拥有更丰富的外部资源基础,在数字技术链接形成的“生态圈”中

会存在更丰富的合作伙伴和更坚实的资源支持。这意味着企业在选择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以及利

益相关方时可能获得更满意的结果,使企业数字化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促进国际化深度延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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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动态性的情境下,企业外部环境表现为更剧烈的波动,企业经营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竞争对手、
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在此状况下,企业会努力寻求与环境适应性,通过数字化

及时捕获消费者价值主张和价值诉求的意愿增强(肖红军等,2021),从而提高产品服务附加值、提升

客户满意度,促进国际化深度延展。综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H4a: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正向关系。

H4b: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正向关系。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参照现有研究(王墨林等,2022;肖红军等,2021),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数据为作者手工整

理,通过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基于Python文本挖掘构建企业数字化相关语义特征词库,提取词库中

相关文本在公司年报中出现的频率测度企业数字化。企业财务和公司治理等相关变量信息源自

CSMAR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库,通过人

工抓取获得。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确定行业

代码和行业门类,企业所属地区依据企业注册地所处地区确定。本文依如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
(1)剔除曾经被标记为ST、PT的异常企业样本、剔除资不抵债和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2)剔除金融

保险行业样本。最终得到17702个公司—年度样本观察值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深度(Deep)。企业国际化深度反映了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资源投入程

度,借鉴已有研究(周泽将等,2017;Liuetal,2018;汪圣国等,2022),本文采用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

总营业收入的比例(FSTS)来测量企业国际化深度。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igital)。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的测度并未达成统一,相关研究多

从企业数字化投入和文本挖掘关键词词频等方法测度(刘淑春等,2021)。本文借鉴倪克金和刘修岩

(2021),肖红军等(2021)的研究方法,基于文本挖掘的视角测度企业数字化。具体方法为:首先依据

国家2013-2019年“数字化”相关政策方针文件,基于文本内容归纳梳理“数字化”词源,确定数字化

关键词检索库,包括127个关键词;其次,基于上述检索库,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创建检索使用的关键

词;然后使用Python技术爬取2013-2019年上市公司年报“数字化”相关关键词,对数据进行清洗;
最后,以ln(“数字化”关键词的披露次数+1)的方式对企业数字化程度进行衡量得到企业数字化

(dig1),本研究进一步将关键词范围缩小至75个,重复上述做法形成企业数字化(dig2)。在稳健性

检验中,本文进一步从数字技术资产视角测度企业数字化,以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总额对数化(ln-
Digital_asset)和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总额占企业总资产比重(Digital_asset),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

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具体影响。

3.中介变量。(1)制度距离(dis_sum)。本文借鉴Hernandez&Nieto(2015)的研究方法采用世

界治理指数(WGI)衡量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其中,分别对腐败控制、法制、监管质量、政
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公民问责和政府效率六项指标加总来反映母国和子公司所在地区或国

家制度质量,以母国制度质量与东道国制度质量差值作为制度距离。借鉴Attigetal(2016)研究方

法,对于存在多个东道国的企业,以不同东道国子公司数量作为制度距离权重,通过对不同东道国制

度距离加权并取均值来代替企业与多个东道国的制度距离。(2)地理距离(lndist_gtwces)。地理距

离一直是影响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因素,企业与东道国距离越短,信息沟通越容易,信息不对称程度

越低。本文借鉴杜晓君等(2014)的研究方法,以母国和东道国的首都或中心城市间的地理距离来测

度。对于存在多个东道国的企业,以不同东道国子公司注册资本为地理距离权重,通过对不同东道

国地理距离加权并取平均值来代替企业与多个东道国的地理距离。(3)企业社会责任(lnCSR)。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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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参考肖红军等(2021)的方法,采用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数据度量上市公司企业社会

责任表现,数据来源于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库,通过人工抓取获得。该方法既可以避免基

于财务指标衡量的利益相关方综合绩效表现在测度时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又可以避免使用慈善捐赠

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单一性。

4.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可以从环境丰富性(envir1)和环境动态性(envir2)两个维度进行划

分。本文借鉴傅皓天等(2018)的研究方法,以外部环境导致的企业销售收入的波动来测度环境不确

定性。具体做法为:以公司第t年、t-1年、t-2年、t-3年、t-4年的销售收入为因变量,分别以5、

4、3、2、1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所得模型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除以公司5年销售额的均值即为环境动态

性;所得模型回归系数除以公司5年销售额的均值即为环境丰富性。

5.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成本,企业国际化需要在一定的资源和能力的

基础上,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流比率、企业年

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产权性质等为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深度 Deep 企业海外营业收入/营业总收入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 Digital ln(“数字化”关键词的披露次数+1)

调节变量
环境丰富性 envir1 参见文内说明

环境动态性 envir2 参见文内说明

中介变量

制度距离 dis_sum 参见文内说明

地理距离 lndist_gtwces 参见文内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 lnCSR ln(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数+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1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企业年龄 FirmAge ln(当年年份-公司上市年份+1)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除以董事人数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时为1,否则为0

产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1,其他为0

行业效应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属于该行业时赋值为1,否则为0

时间效应 Year 年度虚拟变量,属于该年度时赋值为1,否则为0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从变量描述性分析统计表来看,企业国际化深度(Deep)均值0.07,最大值0.995,最小值

-0.006,方差为0.138,说明企业国际化深度在样本中具有较大差异性,存在对海外营收高度依赖的

公司,也有海外营业收入为负的公司。企业数字化(dig1)最大值7.707,最小值为0,均值3.099,方
差1.3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的数字化程度有较大差异,存在部分上市公司并未进行数字化。中介变

量制度距离(dis_sum)最大值14.515,最小值0.25,均值6.245,方差3.002,说明上市公司制度距离

具有较大差异性。地理距离(lndist_gtwces)最大值9.868,最小值6.698,均值8.86,方差0.549,说
明不同企业海外子公司所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地理距离存在较大异质性。在相关性分析中,企
业国际化深度与企业数字化之间的相关性为0.07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
企业国际化深度越深,符合预期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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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Deep 17702 0.07 0.138 -0.006 0 0 0.075 0.995
dig1 17702 3.099 1.33 0 2.197 3.045 3.932 7.707
dig2 17702 2.95 1.356 0 2.079 2.89 3.807 7.092

dis_sum 6477 6.245 3.002 0.25 3.946 5.964 8.4 14.515

lndist_gtwces 6712 8.86 0.549 6.698 8.61 9.004 9.288 9.868
envir1 17702 0.12 0.163 -0.398 0.024 0.108 0.203 0.733
envir2 17702 0.053 0.051 0.004 0.022 0.037 0.066 0.383
lnCSR 17702 2.96 0.847 -4.605 2.848 3.121 3.328 4.52
Size 17702 22.228 1.266 19.525 21.318 22.064 22.948 26.395

Lev 17702 0.419 0.201 0.046 0.257 0.41 0.569 0.925
FirmAge 17702 2.886 0.314 1.792 2.708 2.944 3.135 3.555

ROE 17702 0.067 0.119 -1.112 0.031 0.071 0.118 0.397
Cashflow 17702 0.047 0.067 -0.196 0.009 0.046 0.086 0.257
Growth 17702 0.184 0.458 -0.623 -0.014 0.107 0.266 4.806

Board 17702 2.125 0.197 1.609 1.946 2.197 2.197 2.708
Indep 17702 0.376 0.053 0.308 0.333 0.364 0.429 0.6
Dual 17702 0.275 0.446 0 0 0 1 1
SOE 17702 0.34 0.474 0 0 0 1 1

(四)模型设定

Deepit =α0+α1Digitalit+αi∑Controlit+εit (1)

Digitalit =α0+α1dis_sum(lndis_gtwces)it+αi∑Controlit+εit (2)

Deepit =α0+α1Digitalit+α2dis_sum(lndis_gtwces)it+αi∑Controlit+εit (3)

Digitalit =α0+α1lnCSR+αi∑Controlit+εit (4)

Deepit =α0+α1Digitalit+α2lnCSR+αi∑Controlit+εit (5)

Deepit =α0+α1Digitalit+α2Uncertit+α3Digitalit·Uncertit+αi∑Controlit+εit (6)

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国际化深度,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检验研究假说 H1;模型(2)的被

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解释变量为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国际化深度,解
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中介变量是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基于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验证假

说H2a和H2b。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模型(5)的被解释

变量为国际化深度,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中介变量是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模型(4)和模型(5)的
估计结果,可以检验研究假说H3。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是国际化深度,解释变量是企业数字化,调
节变量是环境不确定性包括环境丰富性和环境动态性,检验研究假说H4a和H4b。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总体影响检验

基于模型(1),使用OLS对研究假说 H1进行检验,考察企业数字化(dig1)对企业国际化深度

(Deep)的影响。回归分析表结果显示,在逐步加入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后,企业数字

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始终为正。表3中列(5)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估计系数为

0.01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正相关,即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国际化

程度越深。将关键词范围缩小至75个,形成企业数字化(dig2),依次加入企业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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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仍然为显著,表3列(6)显示估计系数为0.006,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正向促进国际化深度。这说明,企业数字化可以增强企业分析海外

市场信息能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降低跨国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最终促进国际化深度正

向延展。因此,本文研究假说H1得到实证结果支持。

表3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总体影响

(1) (2) (3) (4) (5) (6)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ig1
0.011***
(12.662)

0.011***
(12.317)

0.010***
(10.983)

dig2
0.007***
(8.222)

0.007***
(7.778)

0.006***
(6.469)

Size -0.004***
(-3.693)

-0.003***
(-2.994)

-0.001
(-1.122)

-0.000
(-0.298)

Lev 0.070***
(11.042)

0.068***
(10.758)

0.073***
(11.501)

0.071***
(11.270)

FirmAge
-0.006*
(-1.821)

-0.008**
(-2.193)

-0.000
(-0.117)

-0.001
(-0.346)

ROE 0.036***
(3.393)

0.037***
(3.507)

0.033***
(3.139)

0.034***
(3.234)

Cashflow
0.196***
(11.038)

0.194***
(10.935)

0.194***
(10.986)

0.192***
(10.877)

Growth 0.007***
(2.759)

0.007***
(2.948)

0.005**
(2.049)

0.005**
(2.177)

Board
-0.004
(-0.698)

-0.005
(-0.737)

Indep
0.016
(0.718)

0.018
(0.791)

Dual 0.008***
(3.348)

0.009***
(3.592)

SOE -0.016***
(-7.208)

-0.018***
(-7.789)

常数项 0.037***
(3.830)

0.046***
(4.704)

0.102***
(4.215)

0.100***
(4.090)

0.042
(1.495)

0.034
(1.220)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71 0.067 0.086 0.082 0.090 0.086

adj.R2 0.069 0.065 0.084 0.080 0.088 0.084

观测值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经异方差调整后的t值。下同。

(二)制度距离与地理距离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法①,基于模型(2)和模型(3)检验研究假说 H2a和 H2b,即企业数

字化是否通过克服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来促进国际化深度。表4中列(3)表明,企业数字化(dig1)
对制度距离(dis_sum)的估计系数为-0.13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跨国企

业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帮助跨国企业获得合法性。纳入中介变量制度距离后,表4的列(5)回
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估计系数变为0.005,相比模型估计结果列(1)的0.01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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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制度距离在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数字化能够克服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经营过程中由制度距离造成的合法性缺失,降低外来者劣势

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增强企业在东道国的综合竞争力,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因此本文研究假说

H2a得到检验。
地理距离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dig1)对地理距离(lndist_gtwces)的影响系数为表

5中列(3)中的估计系数-0.035,在10%的水平上显著。纳入中介变量地理距离后,表5的列(5)回
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系数变为0.01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于模型估计结果列(1)0.010,
估计系数有所上升,说明地理距离在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能帮助

企业快速获取顾客、上下游供应商及销售渠道等信息,帮助企业形成动态弹性的企业生态圈,从而降

低跨国经营中地理距离造成的高昂交易成本,最终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因此,本文研究假说 H2b
得到检验。

表4 制度距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Deep Deep dis_sum dis_sum Deep Deep

dig1
0.010***
(10.983)

-0.138***
(-3.466)

0.005**
(2.557)

dig2
0.006***
(6.469)

-0.138***
(-3.632)

0.000
(0.135)

dis_sum -0.001**
(-2.353)

-0.002**
(-2.469)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0 0.086 0.060 0.060 0.103 0.102

adj.R2 0.088 0.084 0.055 0.055 0.098 0.097

观测值 17702 17702 6477 6477 6477 6477

表5 地理距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Deep Deep lndist_gtwces lndist_gtwces Deep Deep

dig1
0.010***
(10.983)

-0.035*
(-1.672)

0.011***
(3.540)

dig2
0.006***
(6.469)

-0.040**
(-2.029)

0.007**
(2.363)

lndist_gtwces
0.005***
(2.587)

0.005**
(2.557)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0 0.086 0.059 0.059 0.123 0.122

adj.R2 0.088 0.084 0.048 0.048 0.113 0.111

观测值 17702 17702 3102 3102 3102 3102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模型(4)和模型(5)采用依次检验法①,检验研究假说 H3,即企业数字化能通过企业社

会责任影响国际化深度。表6列(3)显示企业数字化(dig1)对企业社会责任(lnCSR)的估计系数为

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能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表6列(5)中,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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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对国际化深度的估计系数为0.004,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估

计系数为0.010①,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中

起到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能够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效率,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进而提高了企业声誉,破除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最终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正向延

展,即企业数字化通过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影响国际化深度,研究假说H3成立。

表6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Deep Deep lnCSR lnCSR Deep Deep

dig1
0.010***
(10.983)

0.016***
(3.576)

0.010***
(10.919)

dig2
0.006***
(6.469)

0.017***
(3.931)

0.006***
(6.394)

lnCSR 0.004**
(2.176)

0.004**
(2.276)

时间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0 0.086 0.510 0.510 0.090 0.086

adj.R2 0.088 0.084 0.509 0.509 0.088 0.084

观测值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四)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模型(4)对研究假说H4a和H4b进行检验,即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

度之间的调节效应。表7中列(1)环境丰富性与企业数字化的交叉项(envir1·dig1)的估计系数为

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促进效应。在企

业外部环境资源充沛、利益相关方支持程度较高的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能够更好地形成企业“生态

圈”,加强企业内部化优势,从而打破海外壁垒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加深。将关键词范围缩小至75
个,形成企业数字化(dig2),进行调节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与环境丰富性的交叉项(en-
vir1·dig2)估计系数为0.014,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说H4a得到验证。但表7中列(3)环境

动态性与企业数字化的交叉项(envir2·dig1)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将关键词范围缩小至75
个,形成企业数字化(dig2),交叉项(envir2·dig2)结果依然不显著,假说 H4b未得到实证结果支

持。这可能是由于当企业外部环境动态性较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紧缩性战略,在企业数字化和

国际化上的投入更少,以此来降低企业整体经营风险,适应外部动态环境。

表7 环境不确定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1) (2) (3) (4)

Deep
环境丰富性

Deep
环境丰富性

Deep
环境动态性

Deep
环境动态性

envir1
0.007
(0.493)

0.020
(1.484)

dig1
0.006***
(6.178)

0.008***
(6.136)

envir1·dig1
0.016***
(3.735)

dig2
0.003***
(2.774)

0.004***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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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1) (2) (3) (4)

Deep
环境丰富性

Deep
环境丰富性

Deep
环境动态性

Deep
环境动态性

envir1·dig2
0.014***
(3.188)

envir2 -0.098**
(-2.448)

-0.105***
(-2.639)

envir2·dig1
0.020
(1.289)

envir2·dig2
0.021
(1.344)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2 0.089 0.088 0.085

adj.R2 0.089 0.086 0.086 0.082

观测值 13628 13628 13628 13628

六、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正向促进国际化深度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对国际化深度的测度方式进行替

代,采用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总资产比重衡量企业国际化深度(Deep1),基于回归模型(1)重新考察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表8的列(1)(2)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产生

显著的促进效应,估计系数分别为0.011和0.004,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文研究假说H1基

本稳健。本文将企业数字化(dig1)替换为是否有数字化相关关键词的二值0-1变量(dig13),年报

中存在关键词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dig13)对企业国际化深度

(Deep)的估计系数为表8列(3)中的0.019,在1%的水平上显著。将关键词范围缩小至75个,对企

业数字化(dig2)进行0-1二值变量替换(dig23),年报中存在关键词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

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dig23)对企业国际化深度(Deep)的估计系数为表8列(4)中的0.021,同
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正向促进效应较为稳健。

表8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法)

(1) (2) (3) (4)

Deep1 Deep1 Deep Deep

dig1
0.011***
(8.248)

dig2
0.004***
(2.987)

dig13
0.019***
(4.251)

dig23
0.021***
(5.589)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8 0.095 0.085 0.085

adj.R2 0.096 0.093 0.083 0.083

观测值 17702 17702 17702 1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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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地,考虑到基于文本词频测度企业数字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性,本文进一步从数字

资产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参考张永珅等(2022)的研究,主要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

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相关的部分及其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具

体地,当无形资产明细项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等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

关键词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利时,将该明细项目界定为“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再对同一公司同年度

多项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进行加总,计算其占本年度无形资产的比例,作为企业数字化程度的代理

变量。基于此,本文借鉴了该方法,手工整理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

中与数字化相关的部分及其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生成的2个企业数字化变

量即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总额对数化(lnDigital_asset)和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总额占企业总资产比

重(Digital_asset),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9。从表9的列

(1)-(4)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依然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说明本文研究假

说即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正向延展企业国际化深度得到实证结果的进一步支持。

表9 替换企业数字化测度方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Deep Deep Deep Deep

lnDigital_asset
0.008***
(11.033)

0.008***
(11.033)

Digital_asset
0.167***
(4.096)

0.167***
(4.096)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2 0.092 0.086 0.086

adj.R2 0.090 0.090 0.084 0.084

观测值 13694 13694 13694 13694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化深度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

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本文参考赵宸宇(2021)的相关研究,采用地级市的2013-2019年互联网

宽带的接入用户数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城市层面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本地区的企业数字化程度,但是在面向企业个体层面的外循环意义上的企业国际化难以存在

直接性的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如表10
所示,在列(1)(2)满足相关性的基础上,列(3)显示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为

0.049,在1%的水平上显著。将数字化关键词缩小至75个,形成企业数字化(dig2)重复上述回归,
结果表明,表10列(4)显示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为0.051,同样在1%的水平

上显著,这说明研究假说H1依然成立。

表10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1) (2) (3) (4)

dig1 dig2 Deep Deep

internet 0.184***
(18.024)

0.174***
(16.805)

dig1
0.049***
(7.309)

dig2
0.051***
(7.150)

R2 0.434 0.438 0.00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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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1) (2) (3) (4)

dig1 dig2 Deep Deep

adj.R2 0.432 0.436 0.005 -0.035

观测值 16563 16563 16563 16563

(三)进一步分析

首先,考虑到企业国际化倾向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延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企业国际化倾向

(Internation_du)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即从国际化倾向的视角识别企业

是否具备国际化战略,国际化战略程度的差异性影响到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边际效应。
具体对企业国际化倾向的定义方式如下:如果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大于0,认为其为国际化企业,对
应的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认为其为非国际化企业,对应的变量取值为0,最终形成企业国际化倾向

的虚拟变量。基于上述定义方式,重新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倾向的具体影响,以及在国际

化倾向大于1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具体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从表11可以看出,不管是采用何种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测度方式,企业数字化都对企业国际化倾向具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说明企业数字化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企业国际化倾向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制定

倾向,促进企业国际化。

表11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倾向的影响

(1) (2) (3) (4)

Internation_du Internation_du Internation_du Internation_du

dig1
0.130***
(12.850)

dig2
0.089***
(9.042)

lnDigital_asset
0.064***
(7.972)

Digital_asset
1.112**
(2.178)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2 0.158 0.155 0.156 0.153

观测值 17700 17700 13692 13692

其次,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之所以考虑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样本,主要原因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企业国际化对其获

取创新资源、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重要意义。从表12的列(1)-(6)不难看出,总体上,企业数字化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国际化深度具有正向影响,且相比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战略性新

兴产业中的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的边际效应更低,这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更为明显的国

际化战略动机的前提下,企业数字化依然能够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延展。
再次,本文进一步考虑到国际化战略导向强度的差异性,参考Shikh&Arison(2013)、徐展和张

瑞君(2018)的相关研究,本文以企业国际化的海外市场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10%为基准线,大于或

者等于10%则定义为国际化战略导向高,低于10%则定义为国际化战略导向低,进而重新考察不同

强度的国际化战略导向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3。从表13可以看

出,总体上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边际效应更大,企业数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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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国际化战略导向更低的企业。这足以说明,在区分企业国际化战略导向的情境

下,企业数字化依然能够促进国际化深度,且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

度的延展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促进效应。

表12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

(1) (2) (3) (4) (5) (6)

Deep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

Deep
战略性新兴产业

Deep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

Deep
战略性新兴产业

Deep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

Deep
战略性新兴产业

dig1
0.011***
(10.778)

0.005***
(2.794)

dig2
0.007***
(6.353)

0.003*
(1.883)

Digital_asset
0.270***
(4.745)

-0.024
(-0.494)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91 0.121 0.087 0.120 0.086 0.138

adj.R2 0.089 0.111 0.084 0.110 0.083 0.126

观测值 14583 3119 14583 3119 11322 2372

表13 区分国际化战略导向下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

(1) (2) (3) (4) (5) (6)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低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高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低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高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低

Deep
国际化战略导向高

dig1
0.002***
(8.316)

0.016***
(5.715)

dig2
0.001***
(6.250)

0.011***
(4.256)

Digital_asset
0.012
(1.415)

0.648***
(3.175)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16 0.088 0.114 0.085 0.114 0.083

adj.R2 0.114 0.080 0.111 0.077 0.111 0.073

观测值 13867 3835 13867 3835 10711 2983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产权性质、高管特征和东道国分布三个角度检验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影响效应

的异质性。
首先,从产权性质来看,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过程中会遇到

更为严重的合法性缺失。现有研究表明,国有股权比例高的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时,其母国政治

背景的敏感性将会导致东道国企业与这类企业的合作或服务更为谨慎(Cuervo-Cazurra& Li,

2021),股权的国有性质也会带来更严重的合法性压力和严格审查的压力(Cui&Jiang,2012)。另一

方面,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拥有较为良好的信息网络基础和丰富的财务、人力资源支持,企业

数字化能够更好地构建企业生态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表14中列(1)和列(2)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系数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国有产权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存在显著

正向促进效应,而对非国有产权企业则不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这说明数字化对于国有产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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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际化深度延展具有更好的促进效果,国有产权企业通过数字网络平台动态捕捉消费者需求、
精准营销宣传企业文化理念,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缺失,克服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带来的不

利因素,不断加深企业国际化深度。
其次,从高管特征来看,存在海外经历的高管本身已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丰富的国际化经

验以及更敏锐的国际市场嗅觉,能对制度距离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其自身海外

经历能够缓解地理距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会相对减

弱。而缺乏海外经历的高管,更依赖于数字技术提供的帮助,因此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

更为有力。表15中列(2)和列(4)结果表明,对不存在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促

进效应显著,而对存在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促进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企业数字化对于缺乏国际化

经验高管的企业开展海外经营具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打开信息渠道、破解

制度障碍,不断提高海外经营绩效表现,进而正向延展企业国际化深度。
最后,从东道国分布来看,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营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

资金补助,增强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丰富性。在充足资金和有利政策的支持下,企业数字化能够更好

地发挥协同、促进和赋能的作用,因而在得到外界环境的有利支持下,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促

进效应将更为明显。表16中列(1)(2)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系数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当

年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国际化深度促进效应显著,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没有进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

表14 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

(1) (2) (3) (4)

Deep
国有产权

Deep
非国有产权

Deep
国有产权

Deep
非国有产权

dig1
0.008***
(2.805)

0.001
(0.548)

dig2
0.002
(0.726)

-0.001
(-0.561)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05 0.138 0.104 0.138

adj.R2 0.097 0.132 0.095 0.132

观测值 3604 5629 3604 5629

表15 高管特征异质性检验

(1) (2) (3) (4)

Deep
存在海外经历高管

Deep
不存在海外经历高管

Deep
存在海外经历高管

Deep
不存在海外经历高管

dig1
0.002
(0.343)

0.010***
(10.675)

dig2
-0.005
(-0.939)

0.006***
(6.517)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24 0.092 0.125 0.089

adj.R2 0.089 0.090 0.090 0.087

观测值 807 16895 807 1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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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东道国分布异质性检验

(1) (2) (3) (4)

Deep
是“一带一路”

Deep
非“一带一路”

Deep
是“一带一路”

Deep
非“一带一路”

dig1
0.008***
(2.805)

0.001
(0.548)

dig2
0.002
(0.726)

-0.001
(-0.561)

行业与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05 0.138 0.104 0.138
adj.R2 0.097 0.132 0.095 0.132
观测值 3604 5629 3604 5629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以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

程度,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

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产权性质、高管特征和东道国分布的情境下,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

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深度推动其

国际化,即能够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正向延展。第二,企业数字化能克服由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造

成的国际化壁垒,降低制度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化深度,即可以通过降低与东道国之

间的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带来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来提升其国际化

深度。第四,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

深度的正向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

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产权企业、缺乏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中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着重讨论了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影

响,未来可进一步研究数字化对其他国际商务战略的影响,如国际化广度、国际化速度或跨国经营进

入方式的选择等。第二,本文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主要考察了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企业社会责任

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基于跳板理论探讨企业数字化能否帮助中国企业

在国际化道路上实现后发优势,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对国际扩张的其他影响机制。第三,本文选取

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未来研究可选择制造业或服务业上市公司开

展针对性研究,或选择多个国家样本进一步检验和拓展理论框架和模型。
(二)政策建议

本研究对企业数字化发展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从企业战略层面看,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对企业战略的赋能作用。企业数字化能够为其

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企业应当结合外部环境变化趋势和自身发展不足,在推进数

字化的过程中不断巩固竞争优势,补足短板,将数字化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中,从而推动企业战略的有效

执行。具体而言,企业应积极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信息交流、人员管理等方面,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为企业战略实施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关键要素支撑。同时,企业应借

助数字挖掘、数字分析等技术,提升信息获取、分析和应用能力,将数字资源和能力转化为生产力。从企

业国际化战略视角来看,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应该借助数字化加强与海外顾客和供应商的互动交流,纵
向整合价值链上下游,建立灵活、弹性和可依赖的生态圈,实现设计、生产、销售等全流程的精益管理。

第二,从企业治理层面看,企业应注重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一方面,企业需要深度运用数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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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从信息沟通网络数字化到智能生产智慧车间,再到优化组织结构形成组织生态圈,逐步推进

企业数字化。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不断与海外子公司、上下游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保持交流与联系,
注重数据流入流出端口的一致性以便进行顺畅沟通,也要注意数据污染和泄露等潜在的风险。另一

方面,企业在不断推行数字化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企业高管、政策方针的差异和影响。例如,企业高管

是否具备海外经历、东道国的选择是否会带来政策优惠等。企业在进行数字化和国际化战略的过程

中应当根据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调整应对,从而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第三,从政府政策层面看,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数字化和国际化相关政策,并督促各级政府落地

实施。这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企业数字化提供良性有益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同时为企业有

序开展海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需要持续优化企业数字化的宏观政策框架,明
确相关政策实施细则,从而缓解数字化过程中的成本压力和制度障碍。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

完善正式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减少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国际化提供

稳定的国内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助力企业“走出去”并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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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igitalizationisanirreversibletrendofenterprisedevelopmentunderthenewroundof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revolution,andanimportantwaytofurtherpromote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Thispapertakes
ChineseA-sharelistedcompaniesinShanghaiandShenzhenfrom2013to2019asresearchsamples,empiricallyexam-
ineswhetherenterprisedigitalizationcanhelppromoteitsinternationalizationandbetterovercometheliabilityoffor-
eignnessin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ization.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First,enterprisedigitalizationcanen-
hancethedepthof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whichisstillvalidafterhandlingtheendogeneityissue.Second,en-
terprisedigitalizationcanenhancethedepthof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mainlybyweakeningtheadverseeffects
ofinstitutionaldistanceandgeographicaldistancebetweenhomeandhostcountries.Third,enterprisedigitalization
canpromoteenterprisetoactivelyfulfill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ies,soastogaingoodcorporatereputationand
furtherremovevariousinstitutionalbarriersin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ization.Fourth,theenvironmentalrichness
inenvironmentaluncertaintypositivelyaffectsthepositiverelationshipbetweenenterprisedigitalizationandthedepth
of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buttheeffectofenvironmentaldynamicsisnotobvious.Fifth,enterprisedigitali-
zationhasasignificantpromotingeffectonthetendencyof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Andthedepthof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in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withhigherinternationalizationstrategicorientation,andthe
effectofenterprisedigitalizationonthedepthof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isheterogeneous.Theseeffectsare
morepronouncedforstate-ownedenterprises,enterpriseslackingexecutiveswithoverseasexperience,andenterprises
incountriesandregionsalong“theBeltandRoad”.Thisstudyprovidesanewtheoreticalframeworkandempiricalev-
idencetocorroboratethedigitaleffectin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EnterpriseDigitalization;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InstitutionalDistance;GeographicalDis-
tance;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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